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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的再认识：以常州市镇的历史与横变为中心

叶 舟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并非苏松一种模式，不是江南所有的市镇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都具有城市的性质。在江南

很多地区，市镇在本质上仍是农村地区一般性的商业聚落，主要担负的是农村的贸易集散中心和商品供给中心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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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市镇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崭新学术领域以来，从全汉升、傅衣凌等老一辈的经济史家开始，樊

树志、王家范、刘石吉、范金民、洪焕椿、陈忠平、陈学文、罗仑、许檀、张海英、龙登高，以及日本学者加藤繁、山根幸夫、

滨岛敦俊、森正夫、川胜守和美国学者赵冈等人的市镇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尤以对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取

得的成就也最为显著。但必须承认，在江南市镇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内容，常州是江南重要的城市，其所属

市镇与江南其他地方相比，有其独有的特点。本文拟以清代常州市镇的情形为例，对江南市镇的某些方面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方志中的市镇记录与市镇概念

常州目前所见最早的市镇记录是在宋《戚淳毗陵志》中，包括属于晋陵的横林和属于武进的奔牛、万岁、青城，这4个镇一

直延续到现代。这4个镇在宋代还属于务一级的收税机构。同时，据记载，常州晋陵和武进各有44个村坊
1
。这些村坊一方面有可

能是乡间持有执照可以合法买卖酒类的酒坊，另一方面可能是乡间征收税务的分支机构，宋代官方税收机构中就有坊场或者买

扑坊场等。无论是何种性质，都肯定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与市场，有为商人提供服务的种种设施和服务人员，商业自然会得到发

展，因此，这总共88个坊应该类似于集市的性质。笔者将这些坊名和清代光绪间常州的市镇名称进行了比对，虽然时隔近千年，

但其中仍有横山、史墅、于塘、后吁、魏桥、洛阳、周桥、运村、董墅、王墅、新安、殷薛、夏墅、前黄、虞桥、郑陆、薛堪、

板桥、后余、皇里、卜戈21个村坊在清代发展成为市镇，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由此可推知，常州的乡村市镇和集市在很早就得

到了发展。

明代成化《毗陵志》所列市镇是3个，万历《常州府志》所列市镇是6个，康熙《常州府志》载有镇6个，其中后来属于阳湖

的有2个，道光《武阳合志》所载市镇是22个，其中武进12个，阳湖10个
2
，到了光绪《武阳合志》中常州有市镇93个，其中武进

36个，阳湖57个
3
。刘石吉曾认为光绪《武阳合志》所载市镇数量偏高

4
，但事实是否如此?要对此进行探讨，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要回答道光《武阳合志》的市镇数是否包括了当时常州境内的所有市镇；如答案为否，则要对市镇的概念进行更细致深入

的分析。

先来看一下道光《武阳合志》所列市镇，具体为武进的巷头镇、奔牛镇、下溪镇、东安镇、雁镇、湟里镇、青城镇、夏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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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罗墅湾镇、士于塘镇、魏村镇、阜通镇，阳湖的三河口镇、焦垫镇、石堪镇、东青镇、横林镇、戚墅镇、坡上镇、毛家桥

镇、闵黄镇、杨桥镇。但在同一本方志中我们又屡次发现这样的记载“怀德南乡有西横林镇”，“嘉平庵，在卡飞镇西”，“关

帝庙，在新安镇西”，“谢子兰祠，在横山镇西”，“永仁庵，浮荡桥镇”，“真武庙，在坊前镇”，“普善庵，在姚亭镇”，

“关帝庙，在寨桥镇”。在更早的乾隆《武进县志》中还可以发现“大圣院，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卡飞桥镇西”。而这些市镇都

没有出现在前面列出的市镇名单中。也就是说，无论是乾隆还是道光时的方志对市镇的记录都有很严重的遗漏。有些地方早已

成为市镇，但方志却未予记载，仅在记载当地的庙宇或者其他设施时才有提及。如果未能详细研读文献，仅根据前者来统计市

镇的情况，肯定无法清晰地了解本地市镇的全貌。因此，刘石吉所说的光绪《武阳合志》记录偏高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光

绪志的记载可能才代表了清代常州市镇的真实数字。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官方对市镇的记录不全，或者

方志编篡者不了解市镇的实际情况，导致遗漏；二是官方或者方志作者对市镇的标准有着自己的判断，因此在记载市镇时只统

计其中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可以证明前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以道光《武阳合志》总篡——著名学者李兆洛为例，他

在《夹山熙河王氏谱序》一文中曾有下面的记述“所居滨太湖，倚夹山，乡日太平，镇日南宅。”
5
而这个南宅镇恰恰在他所编

篡的志书中没有列入。那么，官方的记录中会不会有记录不全的可能呢?可能性也不大。《李文恭公奏议》中便有这样一段记录：

“据武进县详报，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夜，离城六十里之石桥镇地方，李祥和典铺被盗。”
6
石桥镇也没有被列入前述22个

市镇中。上述两个事例可以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方志编篡者，对市镇的实际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们不记录这些市镇的唯

一可能便是他们对市镇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对市镇的定义进行判断。

首先不妨再看一下当时方志的记载“若郊外居民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

（正德《姑苏志》卷18《市镇》“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成化《湖州府志》卷4《市镇》“贸易之所日‘市’，

市之至大者曰‘镇’。”（康熙《青浦县志》卷2《市镇》“今人于凡市厘盛处，概称曰‘镇’。”（光绪《松江府续志》卷2

《镇市》）

同时，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也各有不同。樊树志认为，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

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

心地
7
。刘石吉则称，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是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

8
。邓亦兵对清代前期的市镇所下的定

义，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属于大市镇，

只具有第一个条件者属于中小市镇。他认为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已经脱离了前者范畴，有一种趋于城

市的倾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9
。方行则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

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或指商贾聚集之处。到了清代，商

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
10
。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各种关于“市镇”概念的讨论，清理出一个“市镇”概念的基本演变模式。市镇发展模式基本有两种：

一种是从商业化的“市”到“市镇”，一种是从军事化的“镇”到“市镇”。前者的原始形态是集、场、墟，几日一市，随着

时间的推移，商户密集，于是变成定期市，随着人口越来越稠密，最终演变成为市镇。后者的形态是交通要道或者是军事重地，

官方在此设镇驻守，导致商贾聚集，最后也变成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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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往往与设官或者驻军有关。吴滔认为，巡检司等治安机构并不一定以市镇为核心，但市镇乃人口财赋聚集之所，治安

问题远较乡村促迫，所以，在镇一级设立巡检司或者汛营，分管一定区域的治安，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11
。以常州为例，武进两个

巡检司分设在奔牛和小河，奔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常州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乡镇，“自宋元以来设立巡检司

公署，迭有废兴”
12
。而小河巡检司署在孟城，当地筑有城墙，有军队驻扎，商业繁荣，在方志的记录中已经从镇升格为“城”。

武进阳湖各汛所在地大部分也都是市镇。同时有驻军或者巡检司的驻扎，可以推动该地的发展，使该地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市镇。

以道光《武阳合志》为例，当时设汛的石桥等地都不称镇，但这些地方到光绪年间大都已经升格为镇。

可见市镇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不同的市镇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市镇便出现了层级，因此对“镇”的概

念就应该持一种动态和变化的观念。清代方志中列哪些镇不列哪些镇，可能就与这些市镇的规模不同有关。下面一个事例可供

我们参考：在清代如有流徒犯押解到县，一般是在佐武各衙门充当夫役，若流犯较多，则由城厢地保轮流监管，一般不派往乡

图市镇。而咸丰元年（1851）安家舍镇的职员殷采等向时任武进知县向柏龄禀告，有安置徒犯被发往该镇，由于"安家舍镇，系

偏僻小集，并非大镇，前蒙发收安置徒犯，并无谋生之处，地保只得挨户轮流供养，稍不遂欲，犯即脱逃，害累地方，血比破

家，受累不堪"，此前和安家舍镇有同样遭遇的“邻图新桥镇同邻乡百丈镇地保邹协盛及举人赵起等先后公呈，蒙准给示勒石，

永禁在案”，安家舍镇民也希望“一体给示，勒石永禁，以免将来经营藉派滋扰，临时莫及”
13
。在这一案例中，安家舍、百丈

和新桥均未被列入道光《武阳合志》的市镇名单中。虽然“偏僻小集”之说有镇民为了强调事态的严重性略做夸张的可能，但

连光绪《武阳合志》都未列入的安家舍镇到了民国时期仍然属于规模较小的市镇却是事实，因此“系偏僻小集，并非大镇”，

可能就是有些镇未能列入方志的主要原因。可以设想，在某些地方，商贾已经开始聚集，非农业人口开始增加，已经渐渐和一

般的村庄有了区别，在当地居民中有了“镇”的名称，久而久之，便成定例。但由于其规模不大，市场影响力有限，只属于“偏

僻小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镇有了显著的发展，不再是“偏僻小集”，便自然可以列入

方志之中了。光绪《武阳合志》凡例便称“舆志类所详某图村镇有几，皆其著名村庄之数”，由此可见，方志有其自身对市镇

界定的标准，同一地方不同时期的方志，其对本地市镇的界定标准和写作背景也不统一，因而对地方志记载的市镇数量在使用

时必须再三衡量和斟酌。

二、从市镇变迁看市镇、乡村、城市之间的关系

要深入理解当时的市镇，我们还必须厘清城市和市镇、市镇和乡村之间的关系。首先，市镇和乡村确实有所区分，所以才

会有所谓“聚落日村，聚货日集，村集之大者，今皆名镇”（咸丰《黄搜镇志》卷首《凡例》）的说法。常州方志在记述各乡

聚落的时候，总要标明其村镇在X图者有XX，可见在方志作者心目中，村与镇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区别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也得

到了普遍认同。常州在办理乡村保甲时便规定“市镇之处，人多混杂，每日由团长督率更夫巡逻外，仍按旬带同一成练丁巡行

查察，其乡村之处只须团长团副地保随时留心查察，无须传集练丁结队巡行，致妨农务”
14
。可见和乡村不同，“农务”并非是

市镇的重要职能，反而“人多混杂”是市镇的特点。而官方对市镇的重视也远远大于乡村。清代常州驻军在划定运河沿线治安

防卫时，规定“凡有陆汛及镇市地方一里外遇有失事，责成水师处分。一里内仍归陆汛”。光绪九年（1883）则改为“河面失

事，无论有无镇市，相离远近，概归水师承缉，如官塘干河镇市设有陆汛，遇有距汛一里内河面失事，以水师为专责，陆汛为

协缉”
15
。如上所述，由于陆汛也大部分驻扎在镇市中，因此运河的军事防卫其实是以市镇为中心的。但市镇是否就是城市呢?

许多人在讨论市镇的时候，都把市镇与城市纳入同一定义加以界说，如李学勤等就认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

离农业，以从事于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
16
。但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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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对市镇和城市的看法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道光《苏州府志》便称“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聚居

市镇者什之兰四，散处乡村者什之一二。”
17
也就是说，在时人眼中，城市、乡村、市镇三者间是有明显区别的。但这个区别又

是什么呢？刘石吉认为“小城镇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的范畴，也是历史与社会的范畴，它依赖于城市，尤其依赖于乡村，在性质

上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把城乡两个不同的区域连结成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区域；既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是城市在

乡村的延伸，又是乡村中的雏形城市。亦城亦乡，可以说是中国小城镇的本质特征。它反映在社会结构上，是农村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信息的中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综合体，又有大量的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简单而言，小城镇具有

双重性：一旦小城镇与城市结合，即具有城市的属性；若与乡村结合，则具有乡村的属性”
18
。然而笔者以为，在绝大部分地区，

与其说城镇拥有城市的属性，不如说市镇在本质上仍是农村地区一般性的商业聚落。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市镇专业化不太

明显，市镇周边手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市镇主要担负的是农村的贸易集散中心和商品供给中心的职能。而要维系市镇作为中

间市场的商业繁荣，更多的需要依靠其对周围农村保障供给的商业功能。以常州为例，上述已经举出的未列入方志但被称为“镇”

的市镇便有13个，再加上本来应该属于市镇，但以“城”命名的孟河城，超过道光《武阳合志》所列镇数的一半以上，而因缺

少相关记载，被我们所遗漏的市镇可能会更多。由此可见，至少在常州地区，以农村贸易集散中心为主要功能的"偏僻小集"，

应占据了市镇中的相当一部分。这些市镇是不是具有城市的属性，是值得存疑的。更何况，即便是专业性市镇，也正如包伟民

所指出的，其主要职能也仍然是农村地区的商业中心
19
。例如，常州市镇的分布情况，便是以城市为中心，离城市越远，市镇越

多，规模越大；离城市越近，市镇越少，规模越小。而且，在县与县交界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市镇繁盛之处。由此可见，市镇

的主要立足点是农村，是为农村服务，以弥补城市商业影响力之不及。市镇一旦靠近城厢，周边如无手工业为基础，就很容易

被吸入城市的市场圈，影响自身发展。以常州为例，在清末地方自治时，城与乡就是否要将城外坊厢划归城内治理产生了争执，

引起了一场风波，而乡绅拒绝将城外坊厢划归城内的主要原因就是“负郭各乡，因近城而转无繁盛之市镇，只有首领各图较为

热闹，乡人之贸易交涉以及善举协济等事均仰给于此，而通晓世故，明白事理者又以各街市人民为多。各乡之居间排解，为人

所信任者多取材于此。今使遵批划入城区，所余十百村落，无论地婿民贫，无从办事，即所有乡民均系不只文义，鲜通时务者，

何能举办自治。”
20
而前述常州近郊市镇如浦前镇、湖塘桥镇后来的发展也正是由周边纺织业和印染业的发达才带动起来的。

三、结语

常州所属的市镇，从整体上看，不及苏、松、杭、嘉、湖，在清中期以前，基本上没有以手工业为依托的有影响力的巨镇，

但有可能常州的市镇代表了市镇中另外一种发展模式。而在市镇的研究中，应该持一种动态的观念，将市镇放置在其所属的具

体环境中进行研究。比如说，一些苏、松、嘉、湖的巨型市场已经有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我们可能会有“充分的理由”将其

“定位为城市地区”，但是不是江南所有的市镇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都具有城市的性质呢？由前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并

不尽然。同时，在个别地方还有其独特的习惯，虽称“镇”而不是镇，是镇而不称“镇”。比如前述武进孟河便是镇而称城。

而江阴从明末清初便以镇、保取代乡、都，作为农村的基层组织，因此，在《江阴县志》坊乡中所列的“镇”并不是市镇，而

是乡的同义词
21
。另外，光绪《宜荆续志》中称光绪三十四年（1908）地方自治时，“以人口繁减为别，定制府厅州县治城厢所

在为城市，镇村庄屯集所在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以上者为乡”
22
。这些“镇”已经不是商业意义上的聚落，而是一

个基层行政单位。若将其全部作为市镇来研究，甚至将这些"镇"全部算作城市，人口全算作城市人口，自然会发生谬误。这是

我们在市镇研究中需要极力避免的。

（责任编辑：陈炜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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